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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 ＵＧＣ 模式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以网络直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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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采用 ＵＧＣ 模式的新媒体， 网络直播市场近些年来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 然而，
伴随行业成长的还有一系列法律风险， 网络直播已经成为当前文化管理部门整顿的重点对象。 文章从介绍

网络直播发展历程入手， 分析其 ＵＧＣ 模式所带来的传播色情、 暴力和赌博内容的风险， 侵犯他人肖像权

和隐私权的风险， 以及知识产权风险； 针对我国国情， 探索了可能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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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ＧＣ （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即用户生成内容） 是时下新媒体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 是 Ｗｅｂ２􀆰 ０
环境下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网络信息资源创作与组织模式， 泛指以任何形式在网络上发表的由用户创作

的文字、 图片、 音频、 视频等内容。［１］作为 ＵＧＣ 的新兵， 网络直播近年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大量平台

涌现， 观众数量短期内也累计到了惊人的规模。 与传统视频网站相比， 网络直播的最大优势是同步性，
可以实时把各种内容传达给受众并与之实现互动。 然而， 与网络直播市场火爆并行的则是 ＵＧＣ 模式带

来的各种法律问题， 这些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这个行业的正常发展。 面对这一新兴的媒介形态， 分析其

面临的法律风险， 建立一套系统的规范和管理体系对其进行治理， 无论是对于直播平台的良性发展，
还是对于构建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我国网络直播平台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 网络直播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２０１４ 年， 知名游戏直播平台 Ｔｗｉｔｃｈ 被亚马逊以 ９􀆰 ７
亿美元收购， Ｙｏｕｔｕｂｅ 于 ２０１５ 年也正式涉足游戏直播服务。 国内的网络直播正式兴起于 ２０１４ 年， 其繁

荣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游戏市场和电子竞技的火爆。 比较有代表性的平台有斗鱼、 熊猫 ＴＶ、 虎牙直播、
战旗 ＴＶ、 龙珠直播、 映客、 花椒直播等。 伴随着激烈竞争， 烧钱和融资成为网络直播行业的一种常见

业态， 各直播平台先后获得了数量不等的融资， 其中虎牙直播、 斗鱼先后获得的融资数额高达数亿元。
当前， 网络直播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娱乐领域， 以游戏直播、 演艺类直播和生活秀类直播为主。

网络直播的优势首先在于设备门槛低， 只要有网络， 电脑、 平板甚至手机都可以开播和观看直播。
其次在于传播者和内容的多元化， 与传统媒体不同， 网络直播平台的主播大多数出身草根， 其直播的

内容更是丰富多彩， 包括游戏直播、 才艺、 生活秀、 互动聊天， 甚至是一些影视剧等。 除此之外， 网

络直播平台的互动性更强， 网民可以通过弹幕、 礼物打赏等方式和主播互动。 有研究指出网络直播平

台的传播特点是： 传播者草根化、 内容多样化、 渠道移动化、 受众精确化、 反馈效果及时化。［２］

各大网络直播平台竞争激烈， 带动了网络主播这个新兴职业的发展， 也催生了专门服务、 培训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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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的专业经纪公司， 这种公司在业内被称为 “公会” 或是 “家族”。 成为网络主播几乎没有门槛， 只

要简单实名登记即可开通直播房间成为主播。 在平台上的知名网络主播则拥有不亚于真正明星的人气，
并往往配备专业的文化公司为其提供经纪服务。 各大网络直播平台为了抢夺市场， 不惜血本以高薪聘

请主播并经常从同行挖角。 与此同时， 随着直播平台影响力的扩大， 很多大牌明星也客串主播， 给网

络直播平台带来了巨大的人气和活力， 比如刘涛、 周杰伦、 陈赫、 周笔畅、 范冰冰、 李玟等明星也先

后参与过直播。 明星直播往往会引发轰动效应， 粉丝热情围观， 弹幕狂刷。 在这背后往往隐含着精心

的营销策划， 实现了多方的共赢， 强化了宣传效果。
和当年的视频网站大战类似， 在资本热潮的鼓动下， 为了抢占市场， 各大网络直播平台展开了各种

疯狂烧钱活动， 其成本支出主要集中于带宽、 主播和市场推广。 在市场繁荣的背后， 网络直播平台的

商业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 目前比较清晰的模式主要有： 游戏打赏 （用户购买虚拟道具赠送主播， 平

台获得一定分成）、 广告、 与游戏公司合作及外设厂商合作等。 可以预料的是， 随着竞争的加剧， 网络

直播市场势必会面临着一轮洗牌。

二、 我国网络直播平台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其表象

网络直播近年来虽然发展态势火爆， 但是其采用的 ＵＧＣ 模式伴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而这些法律

风险主要与其传播内容相关。 在 ２０１６ 年开展的 “扫黄打非” 行动中， 网络直播平台成为了重点整治对

象， 一批违规的网络直播平台被查处。 从当前文化部门对于直播平台处理的结果看， 被查处的平台主

要是因为提供的表演和游戏含有宣扬淫秽色情、 暴力， 教唆犯罪等内容。 事实上， ＵＧＣ 模式下的网络

直播面临的法律风险还有很多， 本文分别加以论述。
（一） 传播淫秽色情、 低俗、 暴力、 赌博内容的风险

作为一种 ＵＧＣ 互联网形式， 网络直播平台自出现以来就面临着传播内容合法性的争议， 首当其冲

的就是 “涉黄” 问题。 部分主播为了吸引观众、 谋取利益， 故意传播淫秽色情内容。 由于各大网络直

播平台对于观众的吸引力主要依赖主播， 所以对主播往往会采取容忍和姑息的态度， 管理制度并不严

格。 以斗鱼为例， 之前对于主播的违规行为也只是暂时封掉直播间。 在这种背景下主播大胆、 出位的

言行成为了一种营销手段， 网络直播 “涉黄” 问题严重且普遍， 经常可以见到各大网络直播平台的主

播衣着暴露、 动作低俗、 言辞挑逗， 而网友以低俗的弹幕内容与之互动。 更加出位的， 如斗鱼平台曾

发生过 “直播造人” 事件， 一名 ９５ 后男性在线直播性爱行为； 熊猫 ＴＶ 也发生过 “直播脱衣” 事件。
除了这两家， ９１５８、 映客、 都秀、 花椒、 在直播、 新浪 ｓｈｏｗ 等多家平台也先后因为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而遭受处罚。 除了淫秽色情内容， 低俗内容也是网络直播平台的一大公害。 “低俗” 和淫秽色情在概念

上存在一定交集， 有学者认为低俗是指： “违反社会道德规范及危害社会公德的低下且庸俗的表现” ［３］ 。
为了吸引眼球， 部分主播大肆传播低俗信息， 制造低级庸俗话题，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除此之外， 部分直播平台还存在违法传播赌博、 暴力内容的问题。 我国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于赌博、
暴力信息进行了严格的规制， 比如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第十六条第七款明确规定互联网文化

单位不得提供载有 “宣扬淫秽、 赌博、 暴力或者教唆犯罪” 的内容。 然而， 从文化部门处理的结果看，
部分直播平台知法犯法， 存在提供含有赌博、 暴力、 教唆犯罪类信息的行为， 宣扬暴力和赌博， 违背

社会的公序良俗。 如有直播房间直播黑帮暴力主题游戏 《侠盗猎车手》 《如龙》， 直播违规游戏 《扎金

花》 等。［４］更为严重的是， 部分主播利用直播房间进行赌博活动， 例如使用类似赌球的方式， 吸引网民

的资金下注游戏比赛， 这种行为事实上已经涉嫌赌博性质类的犯罪。
（二） 侵犯他人肖像权和隐私权的风险

网络直播类型丰富、 形式灵活， 一些真人秀类的直播也得到了网友的热情关注。 真人秀本质上也是

一种游戏， 以展示特定场景的生存状态为卖点。 真人秀类的直播内容包括直播吃饭、 睡觉、 健身、 购

物、 户外探险、 钓鱼等。 不同于游戏直播和演艺类直播， 真人秀类的直播其场景不限于室内， 而且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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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人物也通常不只是主播一人， 其内容很有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斗鱼女

主播 “狐狸笨笨笨” 携带装备混入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的女生宿舍进行直播， 同行的还有三位男子， 后

被宿舍管理人员和保安发现。 一个月后， 四川德阳一位幼儿园老师， 在没有和家长、 学校取得沟通的

情况下， 直播小朋友上课和午休， 甚至在直播未成年人的过程中还求网友打赏， 这两个事件在网络上

均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网民纷纷表示谴责。
肖像权和隐私权均属人格权的范畴。 从 ２００９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开始， 隐私

权正式进入成文法， 此后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尤其是涉及互联网的立法都涉及到了隐私权的保护， 而保

护私人生活安宁和生活秘密是隐私权的核心内容。［５］ 上述两起事件， 主播侵入他人私人生活空间， 对于

私人生活造成困扰， 并且有可能泄露生活秘密， 性质恶劣。 肖像权是公民对于自己肖像享有的专有权，
《民法通则》 第一百条规定： “公民享有肖像权。 未经本人同意，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权。” 上述两起事件同样涉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 除此之外， 在公共空间开展的网络直播， 比如长时间

直播在健身房的场景， 健身房的其他人员有可能会长时间暴露在镜头中，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肖像主体

并未淡化， 且直播行为尤其是签约主播的直播行为可以视为以营利为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纠

纷， 发生法律风险。
（三） 知识产权风险

网络直播平台还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风险。 有些主播通过直播间传播一些版权不清晰的作品， 包

括电影、 电视剧、 综艺节目、 卡通节目等内容， 而这些内容如果没有获得版权所有者的合法授权， 其

传播行为即是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方面， 借鉴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

案的 “避风港” 原则是网络服务提供商在版权方面最重要的风险规避原则。 所谓的 “避风港” 原则是

指当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而并不制作或提供内容， 并且未从侵权行为中获利。 如果被告知

侵权， 则有删除的义务， 否则就被视为侵权。 “避风港” 原则强调网络服务提供商主观上没有过错， 并

尽到通知即删除的义务。 然而， “避风港” 原则因为存在滥用的问题一直有争议。 而 “红旗” 原则作为

“避风港” 原则的限制或例外， 是指如果侵权内容如同 “红旗” 一般是显而易见的， 就可以推定网络服

务提供商在主观上存在过错， 需要承担责任。［６］ 我国的立法实践， 如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

保护条例》 也参照了以上两个原则。
一些主播长期从事直播版权不清晰作品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直播平台就难以被认为是主观

上不存在错误； 如果发生诉讼纠纷， 直播平台难以凭借 “避风港” 原则免责。 此外， 一些主播携带手

机等便携性装备， 直播其他人表演的各类演出， 在版权所有人未加以授权的情况下， 同样是侵犯了权

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有研究指出网络游戏主播自行录制网络游戏直播视频的行为也可能存在侵权

行为， 其直播行为需要得到网络游戏运营商的许可并支付报酬。 虽然网络直播平台目前还没有因为网

络游戏版权问题引起纠纷， 但这种行为本身就存在极高的法律风险。［７］

从以往实践看， 在 ＵＧＣ 模式下， 虽然用户上传内容， 但是因为追查和索求赔偿的困难， 权利人很

少会去起诉上传内容的用户， 而只会向网络服务提供商追责。 前有网络视频网站和快播案的教训， 网

络直播平台必须重视整顿相关内容， 不能成为传播盗版作品的平台。

三、 网络直播平台法律风险的预防与规制

（一） 呼吁专项立法， 强化政府监管力度

网络直播市场乱象丛生， 迫切需要专项立法来应对相关问题。 ２０１１ 年， 面对微博滋生出的种种问

题， 《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 得以颁布施行， 为整顿互联网市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保

障了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和公民合法权利。 对于方兴未艾而又情况复杂、 问题丛生的网络直播， 同样

可以考虑专项立法。 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文化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 有关方面表态拟出台加强网络表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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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政策， 在经营主体管理、 事中事后监管方面对网络表演进行规范。［４］

文化执法也是整治网络直播的重要手段。 与常态化执法相对应， 运动式执法对于文化市场的监管

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运动式执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广泛动员社会资源， 整合相关力量集中解决突出问

题。 网络空间的整治行动有很多，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每年一次的 “扫黄打非” 工作。 ２０１６ 年， 网络

直播平台成为 “扫黄打非” 工作的重点， “扫黄打非” 办公室联合多个部门部署开展了网络直播平台专

项整治。 一些性质恶劣、 传播范围广的案件被列为重点督办案件并得到了严肃处理， 有效地整顿了网

络直播市场。 整合常态化执法和运动式执法， 完善监管机制和监管手段对于净化网络直播市场意义

重大。
（二） 倡导企业自律， 加强对主播的管理

网络空间的治理模式应该实行法律规制和行业自律并重的原则。 前不久， 北京市网络文化协会协

同二十余家网络直播平台， 共同发布了 《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 承诺采取多项措施规范直播平

台。 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带有行业自律性质的这份公约为整顿网络直播市场开了个好头。
随着国家对互联网监管力度的加大， 网络直播平台必须意识到再不自律就会有被严惩甚至被关闭

的危险。 在网络直播的模式中， 网络直播平台起到的是把关的作用， 传播者则是各个主播， 因而对于

网络主播的管理和规范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主播的资质、 奖惩管理是整治的核心内容， 而综合以往实

践， 认真贯彻实名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
需要说明的是， 以往在视频网站中比较有效的人工审核方式， 可以对内容实现前置性的审核， 在直

播的形式下由于内容的实时性， 并且直播间数量众多， 其审核的难度加大了。 在这种背景下， 直播平

台通常会设立举报渠道， 根据网民的反馈采取措施， 而网络直播的视频则有必要在一定时间内加以储

存以便追责， 对于有问题的主播实行黑名单制度， 结合事先、 事中和事后的审查， 净化直播环境。 而

且， 净化网络直播平台还可以结合技术手段， 比如弹幕是网友和主播的主要互动手段， 弹幕里面经常

充斥着大量淫秽、 下流、 侮辱性的语言， 完全可以利用敏感词过滤系统加以过滤。 与此同时， 对于网

络主播也必须加强培训， 提升其法律意识和自我修养， 自觉抵制不良信息。
（三） 提升主播和网民的媒介素养， 重塑媒介环境

除了制度上的约束， 作为传播者的主播和作为受众的网民都需要在新时期提升媒介素养， 共同塑

造健康的媒介环境。 和网络直播平台一样， 网络直播的主播必须加强自律， 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而网

民对于直播内容的品位高下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传播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的制约， 媒介环境

不仅取决于传播者， 也受到受众的使用动机和需求影响。 受众的审美水平、 批判能力左右了传播者的

传播内容。 全社会应该共同努力打造健康的媒介环境， 除了媒体的呼吁， 贯穿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信

息类、 思政类、 媒介类课程应该加强媒介素养教育， 使受众自觉远离低层次的文化内容和低水平的文

化消费， 让违法低俗信息没有生存的土壤。

四、 结 　 　 语

在探索新的互联网商业形态的过程中， 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初创阶段往往只顾一味地抢占市场， 游

走于政策法规的灰色地带打法律的 “擦边球”， 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 待发展壮大之后再规范经营， 走

的是一条 “先发展后治理” 的道路。 这种情况在采用 ＵＧＣ 模式的各种新媒体中尤为明显， 这些新媒体

在法律风险上存在很多的共性问题。 在制度不断完善和国家对于互联网整顿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
这种带有巨大法律风险的发展模式不再可行， 网络直播平台必须正视自身的问题和正确对待所面临的

环境， 不能心存侥幸。
网络直播市场在短短几年间暴露了大量的问题， 而且还有许多法律风险没有完全显露出来。 作为

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网络直播的发展模式还在探索之中， 直播平台的经营者需要强化法律意识并承担

相应的社会责任。 网络直播不应该是一种 “荷尔蒙经济”， 成为传播不良内容的温床， 其经营不能只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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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 和市场的火爆相比， 我国对网络直播规范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 迫切需要

建立健全网络直播的法律体系， 相关部门则应该加大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与此同时，
网络直播平台必须加强自律， 完善制度建设并强化内容审查和对主播的管理。 作为内容提供方， 网络

主播也必须规范言行， 和广大网民一道努力提升媒介素养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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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区报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与宽容和空间。 从目前的结果而言， 如果说

前一阶段报业改革是从再分配到市场化的改革， 那么今天社区报拓荒部分地出现一个新的趋势， 市场

化压力又倒逼媒体以变通的方式重新回到体制的怀抱， 寻求体制的庇护。 这背后的宏观原因在于前一

轮改革不彻底， 双轨制使得媒体如横木上的滑轮， 本着利益原则在市场和政府两端滚动。 社区报的困

境重新又让我们回到改革的原点， 只有宏观上解决好政府、 市场和媒体的关系， 做好顶层设计， 才真

正有社区报发展的巨大空间。 另外， 更严峻的是， 渠道在今天已经不是媒体独占， 在人人都可发声的

时代， 若没有内容价值和平民表达， 最终也只能是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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